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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建设对提升农户福祉的效用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

张欣然，徐苗苗，庞贵芳，冀　 昊，李　 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陵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基础。 周边农户是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的重要

利益主体，其福祉与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目标紧密相关。 因此，辨明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对于完善国家公园建设、
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农户福祉提升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构建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影响的理论分析框

架，基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 ３４０ 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国家公园建设

对农户福祉的影响，进一步探究其影响路径，并分析对农户不同福祉的影响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１）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

祉提升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国家公园建设可以直接提升农户客观福祉、主观福祉与综合福祉；（２）国家公园建设通过生计资

本与生计策略对农户福祉提升具有显著的间接影响，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是发挥间接作用的显著因素；（３）国家公园建设对农

户客观福祉与主观福祉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国家公园建设通过直接与间接作用提升农户客观福祉，而仅通过直接作用

提升农户主观福祉。 总的来看，国家公园建设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提升农户客观福祉、主观福祉与综合福祉。 基于此，本文从

完善国家公园建设政策与提升农户福祉的视角出发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户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可持续生计；农户福祉；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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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基础［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开辟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道路。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我国正式设立了三江源、
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２］。 国家公园的设立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恢复以及生态系统结构改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３］。 然而，我国国家公园大多地处山区，当地农户生产生活水平较低，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高［４］。 国家

公园内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不可避免地带来自然资源使用受限［５］、就业机会丧失及收入降低［６］ 等风险，
农户面临着生计转变、生活方式调整、社区融入、身心发展等一系列挑战。 同时，国家公园通过建立入口社

区［７］、实施特许经营［８］、发展生态旅游［７，９］等措施为农户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有研究表明，国家

公园将生态修复保护与当地居民生计改善结合起来，不仅改善了国家公园的居民健康与福祉，也促进了自然

生态系统的保护［１０］。 因此，在国家公园一系列政策影响下，农户福祉受到极大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

出，要加快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不仅要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目标［１１］，还要兼顾周边农户

的民生福祉。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亟需厘清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为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提

供参考。
持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更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 福祉是涉及

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反映了一种健康、幸福并且物质上富足的状态［１２］。 国家公

园作为世界各国保护自然、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政策措施，也是提升福祉的重要途径［１３］。 国内外学者对福祉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福祉评价指数或指标体系的构建［１４—１５］、福祉水平评价［１６—１７］ 以及福祉影响因素分

析［１５，１８—１９］等方面，根据研究侧重点的差异，学者们常常将福祉分为客观福祉［２０—２１］ 和主观福祉［２２—２４］ 两部分。
现有学者大多从客观福祉的角度出发，考察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研究发现，国
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为农户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７］，为农户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有助于消除贫困［２５—２６］；
Ｅｓｔｉｆａｎｏｓ 等［２７］研究也发现保护区的建立并没有对当地农户的生计产生负面影响，反而可能通过提供新的经

济机会和资源管理方式提高家庭总收入；王昌海等［２８］ 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可以提升农户的环境收

入。 然而，探究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主观福祉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理论上，国家公园是自然景观最独特、生
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具有优美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为农户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福祉；本研究实地调研发

现，国家公园内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农户的生活更加便利；另外，国家公园生态搬迁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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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为农户的医疗及教育提供了保障，更有利于农户幸福感的提升。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对国家公园与农户生计、收入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

好的思路借鉴和逻辑起点，但仍存在以下研究不足：（１）现有研究多从农户收入等单一维度出发考察国家公

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 但事实上，福祉涉及客观福祉与主观福祉等多个维度。 客观福祉侧重于通过收

入、财产、消费水平等经济指标来衡量［２０］，主观福祉侧重于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主观认知［２９］，单一维度的

福祉难以综合反映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综合福祉的影响。 （２）目前关于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影响路径

的实证研究相对薄弱。 因此，本文试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及作

用机制，以期推进我国国家公园建设。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是生态脆弱区、生态功能区、多民族混杂区以及乡村振兴帮扶

区相互重叠的区域。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２０２３—２０３０ 年）》明确要求，要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有机

结合，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经济发展。 鉴于此，本文基于大熊猫

国家公园 ３４０ 户农户调研数据，首先从理论层面梳理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机制，其次建立结构方

程模型，实证分析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国家公园建设影响农户福祉的路径。 在此

基础上，本文重点讨论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的不同影响，为促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提

供政策依据。

１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对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进行保护，其战略目标亦包括国家公园内居

民的福祉与可持续发展。 理论上讲，国家公园建设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对农户福祉产生影响。 本文将分别从

国家公园资源管控、就业支持、资金补偿、产业引导、公共服务建设五个方面阐述国家公园建设影响农户福祉

的内在机理。
资源管控方面，国家公园不仅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也为当地农户提供了重要的自然资源。

但国家公园建设限制了农户对草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采集和使用［３０］，使其遭受自然资本减少的风险，进一

步地降低农业收入［３１］。 就业支持方面，国家公园建设通过设置生态管护员等提供新的就业岗位［３２］ 或为农户

提供就业技能培训等［４］方式维持农户家庭收入稳定性。 其中，设置生态管护员等公益性岗位可以引导农户

参与资源保护、生态体验等工作，不仅可以增强农户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有助于拓宽社会网络［３３］，增加收入来

源的多样化；就业技能培训不仅有助于农户掌握先进的生产经验，还可以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劳动力

非农就业［３４］，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 资金补偿方面，国家公园建设主要通过输血式与造血式生态补偿两种方

式来弥补农户遭受的经济损失［３５］。 其中，输血式补偿是通过公益林补偿、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等为当地农户提

供一定金额的资金补贴，增强农户家庭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造血式补偿通过创业补贴、贴息贷款等提高农户

的金融资本水平，鼓励农户进行非农化就业。 产业引导方面，国家公园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有利于推动农户生

计方式的非农化转型，增加居民收入［２６］；同时，开展特许经营试点，吸引了新的社会资本投入，促进了农户之

间交流的频次，有助于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加新的经济发展机会［３６］。 公共服务建设方面，国家公园带

动了入口社区以及周边美丽乡村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配置以及医疗服务等实现了优化升级，能够

改善当地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３２］。 具体而言，国家公园多坐落于偏远山区，试点前，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条

件落后以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匮乏，农户基本生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试点后，国家公园内及

周围地区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农户获取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便利性提高；此
外，通过实施社区共建共管机制，农户得以积极参与国家公园的管理和运营，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也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建设。

综上分析，本文以英国国际发展机构（ＤＦＩＤ）建立的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ＳＬＡ） ［３７—３８］ 为基础，构建了

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图 １），从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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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展开研究。 具体来说，直接影响是指国家公园建设一系列政策直接作用于农户，导致其状况立即发生改

变。 例如，通过生态补偿可以直接提高农户收入；完善公共设施建设直接提升了农户的生活满意度；资源管控

政策直接限制了农户的主要生产活动，迫使其寻找其它生计方式。 间接影响是指国家公园建设通过调整生计

资本结构，进一步推动生计方式非农化转型对农户福祉产生间接影响。 例如，国家公园建设通过提供给农户

就业技能培训，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促进农户生计的非农化，进而间接促进农户家庭收入的提高。 最

终，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作用下，农户福祉得到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Ｈ１：国家公园建设可以直接促进农户福祉的提升；
Ｈ２：国家公园建设通过农户生计资本或生计策略间接促进农户福祉的提升。

图 １　 国家公园建设影响农户福祉的理论分析框架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２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２．１　 数据来源

大熊猫国家公园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正式设立，地跨川陕甘三省，总面积约 ２．２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正式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之一。 大熊猫国家公园涉及的自然保护地较多，主要有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

千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调研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首次，在跟国家公园管理局专家讨论后，抽选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进行实地调研。 该保护区主要覆盖卧龙镇和耿达镇。 其次，对卧龙镇和耿达镇按行政村进行划分，共有六

个行政村 １４７４ 户（卧龙关村、足木山村、转经楼村、耿达村、龙潭村和幸福村）。 最后，考虑到目前国家公园范

围内移民搬迁、外出打工等问题，以及调研费用和精度的平衡，本文设定抽样比例在 ２％—３％之间，最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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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 ３５９ 份，有效问卷 ３４０ 份。
２．２　 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农户福祉。 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国家公园建成后对经济、社会、
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 鉴于此，本文参考白描和吴国宝［３５］、黄志刚等［３６］ 的研究，从客观福祉和主

观福祉 ２ 个维度出发选取 ６ 个指标来衡量农户福祉。 其中，客观福祉指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采用 ２０２０ 年家

庭总收入与收入脆弱性来衡量；主观福祉指农户对国家公园社区内公共设施、垃圾治理、医疗教育及生态环境

等四个方面的主观满意度。 具体指标设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农户福祉的测量维度与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一级指标
Ｏｎｅ⁃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二级指标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三级指标
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农户综合福祉 农户客观福祉 农户家庭总收入 ／ 万元 ８．２３ １２．５９

Ｔｏｔ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收入脆弱性：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 ４０％及以上
＝ ０，４０％以下＝ １ ０．９１ ０．２８

农户主观福祉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对公共设施的满意程度：１＝非常不满意；２ ＝比较
不满意；３＝一般；４＝比较满意；５＝非常满意

３．５８ １．１０

对垃圾治理的满意程度：１＝非常不满意；２ ＝比较
不满意；３＝一般；４＝比较满意；５＝非常满意

３．８９ ０．９３

对医疗教育的满意程度：１＝非常不满意；２ ＝比较
不满意；３＝一般；４＝比较满意；５＝非常满意

２．６４ ０．９６

对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１＝非常不满意；２ ＝比较
不满意；３＝一般；４＝比较满意；５＝非常满意

４．２１ ０．８０

（２）解释变量：国家公园建设。 本文参考徐苗苗［３９］的做法，从农户是否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和是否在国家

公园内就业两方面来反映国家公园建设情况。 关于“是否参与国家公园建设”，调查问题设计为“国家公园建

设是否占用您家的耕地 ／林地？”“是否获得一定程度的生态补偿？”。 以上问题中，若受访者均回答“否”，则赋

值为 ０，否则赋值为 １。 关于“是否获得国家公园就业机会”，调查问题设计为“是否在国家公园内就业”，就业

形式分为打工（如服务员、山林养护、保洁、保安、司机、导游、管理者、生态检测员等）和自营（如农家乐、交通

运输、住宿、餐饮、销售土特产 ／小商品等）两类。
（３）其他变量：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４０—４５］并参考研究区实地调研情况，本研究将生

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金融资本五类，并选取相应指标。 具体而言，自然资

本选取耕地数量与林地数量两个指标；社会资本选取微信好友中经常联系人数与亲戚中做生意人数两个指

标；人力资本选取农户受教育程度、是否与农业部门交流沟通及家庭劳动力占比三个指标；物质资本选取农户

家庭拥有的宅基地数量及交通工具数量两个指标；金融资本选取农户是否有存款及贷款难易程度两个指标。
本文参考已有学者根据收入来源划分生计策略的方法［４６—４７］，将生计策略划分为务农型生计策略与非农型生

计策略两种，并引入二元变量，对于生计策略为非农型的农户赋值为 １，生计策略为务农型的农户赋值为 ０。
２．３　 模型构建

２．３．１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在同一时

间内对多个潜在变量间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并且对多个潜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处理，同时可以克服内

生性和多重共线性的问题［４８］。 结构方程测量模型分为形成型和反映型两种类型，考虑测量指标与潜变量的

因果关系以及测量指标的关联性，参考 Ｊａｒｖｉｓ 等［４９］列出的判断标准，本文宜采用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可以直

接获得各指标的权重，可以避免基于主观赋权法的生计资本计算方法出现的偏差。 形成型结构方程模型由结

构模型和测量模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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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变量含义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名称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说明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国家公园建设 ＮＰ１：是否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否＝ ０，是＝ １ ０．１２ ０．３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Ｐ２：是否获得国家公园就业机会：否＝ ０，是＝ １ ０．３８ ０．４９

自然资本 ＮＣ１：耕地数量（ｈｍ２） ０．２０ ０．２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Ｃ２：林地数量（ｈｍ２） ０．１３ ０．２１

社会资本
ＳＣ１：微信好友中经常联系人数：１０ 人以下 ＝ １，１１—１００ 人 ＝ ２，１０１—２００ 人 ＝ ３，
２０１—３００ 人＝ ４，大于 ３０１ 人＝ ５ １．８３ ０．５８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Ｃ２：亲戚中做生意的人数（人） ３．９３ ８．６０

人力资本 ＨＣ１：受教育程度：小学以下＝ １，初中＝ ２，高中＝ ３，大学本科＝ ４，硕士及以上＝ ５ １．７４ ０．９５

Ｈｕｍａｎ⁃ｄｅｒｉｖ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Ｃ２：是否与农业部门交流沟通：否＝ ０，是＝ １ ０．６９ ０．４６

ＨＣ３：家庭劳动力占比（家庭成员中 １８—６５ 周岁的人口占家庭总人口之比） ０．２８ ０．１０

物质资本 ＰＣ１：宅基地数量 １．０７ ０．２８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Ｃ２：交通工具数量（包括拖拉机、三轮车、摩托车和汽车等，其中，汽车＝ １，拖拉
机＝ ０．８，摩托车＝ ０．６，三轮车和自行车＝ ０．２） ０．８５ ０．７０

金融资本 ＦＣ１：是否有存款：否＝ ０，是＝ １ ０．２２ ０．４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Ｃ２：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难易程度：非常困难 ＝ １，比较困难 ＝ ２，一般 ＝ ３，比
较容易＝ ４，非常容易＝ ５ ２．７２ ０．７０

生计策略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Ｓ：务农型＝ ０，非农型＝ １ ０．３２ ０．４６

　 　 ＮＰ：国家公园建设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Ｃ：自然资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Ｃ：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ＨＣ：人力资本 Ｈｕｍａｎ⁃ｄｅｒｉｖ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Ｃ：物质资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Ｃ：金融资本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Ｓ：生计策略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首先，构建可以反映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结构模型，表达式为：
η ＝ α ＋ Γξ ＋ ζ （１）

式中， η是内生潜变量， ξ是外生潜变量， α为常数项，Γ为路径系数， ζ为残差。 本研究中“国家公园建设”为
外生潜变量，“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既是内生潜变量，也是外生潜变量，“农户福祉”为内生潜变量。

其次，构建能够反映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影响关系的测量模型，表达式为：
ξ ＝ Πｘｘ ＋ δｘ （２）
η ＝ Πｙｙ ＋ δｙ （３）

式中， ｘ 和 ｙ 分别为外生潜变量 ξ 和内生潜变量 η 的观测变量， Π 为多元系数矩阵， δ 为回归残差项。
由于本研究是形成型测量模型，无法采用 ＡＭＯＳ、ＬＩＳＲＥＬ 等软件分析，因此本文应用 ＰＬＳ⁃ＳＥＭ 方法来估

计各形成型指标对潜变量的影响，并采用 Ｓｍａｒｔ ＰＬＳ ３．０ 软件估计模型结果。
２．３．２　 模型评价

结构方程模型评价从信度和效度两方面进行分析，效度检验主要分析测量指标权重显著性和测量指标的

多重共线性，信度检验主要分析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路径系数以及路径效果大小。
（１）测量模型评价

现有研究对于形成型测量模型主要从模型信度、多重共线性、权重显著性（模型效度）和拟合优度四个方

面进行分析［３０］。 但有学者提出，形成型测量模型关键要确保模型效度，信度不是重点［５０—５１］。 鉴于此，本文从

权重显著性和多重共线性两方面对测量模型进行评价。
本文研究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及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的检验结果显示，大多数测量指标均显

著，表明模型中所选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潜变量。 其中，国家公园建设指标中“是否获得国家公园内就业机

会”指标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国家公园内工作岗位较少，被调查农户中仅有少部分农户获得国家公园就业机

会。 物质资本指标中，“宅基地数量”指标不显著，原因在于农户拥有的宅基地数量普遍较少，使得其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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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中所占比重偏低。 金融资本指标中“获取贷款的难易程度”指标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农户

从银行获取贷款较难，并且没有贷款经验。 农户福祉指标中，“对国家公园社区内垃圾治理、医疗卫生服务及

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３ 个指标不显著，究其原因，国家公园建设时间太短，国家公园内垃圾治理、教育医疗及

生态环境还未发生显著改变。

表 ３　 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及显著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路径
Ｐａ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Ｐ

是否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国家公园建设（ＮＰ１→ＮＰ） ０．９４１∗∗∗ ０．０００

是否获得国家公园就业机会→国家公园建设（ＮＰ２→ＮＰ） ０．２３５ ０．３７０

耕地数量→自然资本（ＮＣ１→ＮＣ） ０．６９８∗∗∗ ０．００２

林地数量→自然资本（ＮＣ２→ＮＣ） ０．５８８∗∗ ０．０１７

微信好友中经常联系人数→社会资本（ＳＣ１→ＳＣ） ０．４８３∗∗∗ ０．００３

亲戚中做生意人数→社会资本（ＳＣ２→ＳＣ） ０．７０７∗∗∗ ０．０００

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ＨＣ１→ＨＣ） ０．８１４∗∗∗ ０．０００

与农业技术部门交流沟通→人力资本（ＨＣ２→ＨＣ） ０．４９０∗∗∗ ０．００５

家庭劳动力占比→人力资本（ＨＣ３→ＨＣ） ０．３０５∗ ０．１０３

宅基地数量→物质资本（ＰＣ１→ＰＣ） ０．３８１ ０．３３１

交通工具数量→物质资本（ＰＣ２→ＰＣ） ０．８９３∗∗∗ ０．００７

是否有存款→金融资本（ＦＣ１→ＦＣ） ０．８９４∗∗∗ ０．０００

获取贷款的难易程度→金融资本（ＦＣ２→ＦＣ） ０．３４６ ０．１７３

农户家庭总收入→农户客观福祉（ＯＷ１→ＯＷ） ０．７３３∗∗∗ ０．００２

农户收入脆弱性程度→农户客观福祉（ＯＷ２→ＯＷ） ０．４４５∗∗∗ ０．００３

对公共设施的满意程度→农户主观福祉（ＳＷ１→ＳＷ） ０．４９１∗ ０．０５７

对垃圾治理的满意程度→农户主观福祉（ＳＷ２→ＳＷ） －０．１７０ ０．４０５

对医疗教育的满意程度→农户主观福祉（ＳＷ３→ＳＷ） －０．００４ ０．９８１

对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农户主观福祉（ＳＷ４→ＳＷ） －０．２９３ ０．１４４

　 　 ∗代表 Ｐ＜０．０５，∗∗代表 Ｐ＜０．０１，∗∗∗代表 Ｐ＜０．００１

本文进一步对测量指标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表 ４ 检验结果显示，各观测变

量的方差膨胀系数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２，表明观测变量符合要求，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 ４　 测量指标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方差膨胀系数
ＶＩＦ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方差膨胀系数
ＶＩＦ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方差膨胀系数
ＶＩＦ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方差膨胀系数
ＶＩＦ

ＮＰ１ １．０１８ ＳＣ２ １．１８０ ＰＣ２ １．００７ ＳＷ１ １．７８３

ＮＰ２ １．０１８ ＨＣ１ １．００７ ＦＣ１ １．０１７ ＳＷ２ １．７２８

ＮＣ１ １．０４３ ＨＣ２ １．００６ ＦＣ２ １．０１７ ＳＷ３ １．０２４

ＮＣ２ １．０４３ ＨＣ３ １．００６ ＯＷ１ １．０３１ ＳＷ４ １．０９４

ＳＣ１ １．１８０ ＰＣ１ １．００７ ＯＷ２ １．０２８ — —

　 　 ＶＩＦ：方差膨胀系数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２）结构模型评价

结构模型的评价包含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路径系数和路径效果三个方面。 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 Ｒ２ 和

调整系数 Ｒ２
ａｄｊ反映了内生变量被解释的程度，分为较好（０．６７）、中等（０．３３）和较差（０．１９）三类。 表 ５ 内生潜变

量的测定系数较低说明除国家公园建设外，还存在其他因素影响农户福祉，本文仅关注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

福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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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影响的路径、路径系数和路径调节系数 ｆ２ 如表 ６ 所示。 路径调节系数 ｆ２ 反映了

模型的解释力度，即 ｆ２ ＜０．１５（解释力一般），０．１５＜ ｆ２ ＜０．３５（解释力适中）， ｆ２ ＞０．３５（解释力较强）。 根据表 ６
的分析结果，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综合福祉影响的路径调节系数大多数在 ０—０．１５ 之间，可以归因于大熊猫

国家公园设立时间较短，而农户福祉的改变需要一定的时间，导致模型的解释能力减弱，但并不影响国家公园

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结果。

表 ５　 内生潜变量 Ｒ２ 和 Ｒ２
ａｄｊ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２ ａｎｄ Ｒ２
ａｄｊ

内生潜变量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２ Ｒ２

ａｄｊ
内生潜变量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２ Ｒ２

ａｄｊ

自然资本 ＮＣ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金融资本 ＦＣ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４

社会资本 ＳＣ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５ 生计策略 ＬＳ ０．１７３ ０．１５９

人力资本 ＨＣ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客观福祉 ＯＷ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３

物质资本 ＰＣ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主观福祉 ＳＷ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Ｒ２ 和 Ｒ２
ａｄｊ越接近说明的估计偏差越小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直接影响

本文使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３．０ 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运用偏最小二乘（ＰＬＳ）路径建模技术检验前述直接影响效

应的研究假设，具体结果见表 ６。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具体来说，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客观福祉直接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０．１４３，即
国家公园建设可以直接促进农户客观福祉的提升，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并降低农户收入脆弱性。 与客观福祉相

表 ６　 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６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影响效应
Ｉｍｐａ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路径关系
Ｐａ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２

路径系数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直接影响 国家公园建设→农户综合福祉 ０．０３１ ０．１６８∗∗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国家公园建设→农户客观福祉 ０．０１９ ０．１４３∗∗

国家公园建设→农户主观福祉 ０．０３１ ０．１７３∗∗

间接影响 路径Ⅰ： 国家公园建设→自然资本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６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国家公园建设→生计资本 国家公园建设→社会资本 ０．０２９ ０．１６８∗∗

国家公园建设→金融资本 ０．０６１ ０．２３９∗∗∗

国家公园建设→人力资本 ０．０１６ ０．１２４∗∗

国家公园建设→物质资本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４

路径Ⅱ： 自然资本→生计策略 ０．０６８ －０．２４５∗∗∗

生计资本→生计策略 社会资本→生计策略 ０．０３７ ０．１８９∗∗∗

金融资本→生计策略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３

人力资本→生计策略 ０．０３９ ０．１８７∗∗∗

物质资本→生计策略 ０．０１１ ０．１０３

路径Ⅲ： 生计策略→农户综合福祉 ０．０７１ ０．２５４∗∗∗

生计策略→农户福祉 生计策略→农户客观福祉 ０．０６３ ０．２４１∗∗∗

生计策略→农户主观福祉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５

总影响 国家公园建设→农户综合福祉 ——— ０．１８７∗∗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国家公园建设→农户客观福祉 ——— ０．１４９∗∗

国家公园建设→农户主观福祉 ——— ０．１７３∗∗

　 　 上表为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５０００ 次抽样后的标准化估计值，∗代表 Ｐ＜０．０５，∗∗代表 Ｐ＜０．０１，∗∗∗代表 Ｐ＜０．００１

７６５０１　 ２３ 期 　 　 　 张欣然　 等：国家公园建设对提升农户福祉的效用———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比，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主观福祉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路径系数为 ０．１７３，即国家公园建设可以直接促进农

户主观福祉的提升。 与国家公园建设前相比，农户对公共设施、垃圾治理、医疗教育与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提

升。 进一步地，本文将农户客观福祉与主观福祉纳入同一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综合福祉的

直接影响。 从表 ６ 可以看出，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综合福祉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路径

系数为 ０．１６８，表明国家公园建设可以直接促进农户综合福祉的提升。
综上，国家公园建设可以直接促进农户福祉的提升，研究假说 Ｈ１ 得到验证。

３．２　 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间接影响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可知，国家公园建设可能引起农户生计资本的重新组合，进一步促进农户生计策略的

非农化，最终对农户福祉产生间接影响。 由此，建立“国家公园建设→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农户福祉”的间

接影响路径。 针对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间接作用，本文采用非参数百分位和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进行检验，样本抽取数值设置为 ５０００，置信区间为 ９５％，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在国家公园建设对生计资本的影响效应中，国家公园建设分别在 ５％、１％、５％的统计水平上分别对农户

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国家公园建设有利于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金融资本

与人力资本。 其中，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金融资本的改善力度最大（０．２３９），社会资本（０．１６８）与人力资本

（０．１２４）次之。 出现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金融资本方面，国家公园建设通过资金补偿和产业引导增加农户

的金融资本，例如国家公园建设通过地役权管理、商品林赎买及公益林补偿等经济补偿为农户增加收入、相关

贷款政策优先给予国家公园农户贷款、贴现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以支持国家公园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

加农户的金融资本。 在社会资本方面，国家公园建设通过就业支持和产业引导为农户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
促进农户之间的交流沟通，发展特许经营及生态旅游增加了农户与外界的联系，进一步拓宽农户的社会关系

网络，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 在人力资本方面，国家公园建设通过就业支持为农户提供就业培训，农户的人力

资本水平得到提升。 但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无显著性影响，该结果可能由于国家公园的

建设伴随着生态保护和恢复，因此农户的自然资本水平得以维持平衡。 同时，考虑大熊猫国家公园尚处于初

期阶段，建设时间较短，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效果还未转化为农户的物质资本。
在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效应中，自然资本在 １％统计水平上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非农化产生显著负

向影响，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非农化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该结果表明，
拥有自然资本水平越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农户，就会倾向于选择非农化的生计策略。 可能的

原因在于：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抑制农户开展非农化生计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丰富的农户更有可

能接触到非农就业的信息，寻找非农就业机会，推动务农型生计向非农型生计转变；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

多、受教育程度越高、与农技部门交流越频繁，农户从事非农经营和外出务工的基础和条件越好。 本文中物质

资本、金融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非农化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原因在于农户具有一定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

本，但国家公园内缺少发展机会，难以促进生计的非农化。
在生计策略对农户福祉的影响效应中，农户生计策略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客观福祉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对农户主观福祉无显著影响。 这说明，农户生计策略的非农化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总收入、降低收入

脆弱性，但不能提升农户的主观福祉。 究其原因，生计非农化导致农户原有的社会网络和社区环境发生变化，
农户需要时间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因此短期内农户主观福祉的提升并不明显。 进一步地，农户生

计策略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的综合福祉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这说明，尽管非农化可能在提升主观福祉

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农户生计策略的非农化对农户的综合福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国家公园建设通过影响农户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户生计策略的非农化，进一步提升农

户福祉，假说 Ｈ２ 得到验证。
综合上述分析，在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总影响中（包括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对农户客观福祉的

总影响为 ０．１４９，对农户主观福祉的总影响为 ０．１７３，对农户综合福祉的总影响为 ０．１８７，表明国家公园建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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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提升农户客观福祉、主观福祉与综合福祉。

４　 讨论

已有学者研究发现，国家公园建设可以提升农户的客观福祉。 例如，邱守明［２６］等研究发现国家公园生态

旅游发展可以提升农户人均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张雅馨［５２］等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有利于农户收入

增长，促进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关系融洽。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国家公园建设还有利于提升农户主观福祉，进而

促进农户综合福祉的提升。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既有国家公园建设直

接作用产生的影响，也有通过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作用而产生的间接影响。

图 ２　 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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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建设会直接提升农户福祉，但对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的作用程度不同。 从图 ２ 可以看出，国家

公园建设直接影响农户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０．１４３ 和 ０．１７３，表明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主

观福祉的影响要大于客观福祉。 究其原因，一方面，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的客观福祉并非单一的正向影响。
国家公园建设限制了农户传统的生计方式，如放牧或砍伐，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农户的经济收入。 李晟

之［５３］、陈传明等［５４］研究也指出，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政策无助于提升当地农户及家庭的利益。 调研过程中，大
多数受访农户表明，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政策限制了其上山进行林木采伐活动。 但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政策，
如地役权补偿、商品林赎买与公益林补偿，弥补了生态保护政策限制付出的成本。 刘格格等［５５］、吴乐和靳乐

山［５６］研究表明，生态补偿可以促进生态保护区农户的共同富裕。 张慧等［５７］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研究也有类

似发现。 总体而言，国家公园建设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长，对提升其客观福祉产生了直接的正向效应。 另一

方面，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主观福祉为单一正向影响。 国家公园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和风景，它的建设完善

了当地公共服务，例如交通、水利、电力等民生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农户获取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资

源的便利性提高；同时国家公园生态搬迁使得农户住房质量显著改善，社区环境整洁有序，极大地提高了农户

的满意度。 此外，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的建设配备了医院和小学、幼儿园，农户的生活更加便捷。 访

谈中，受访农户反映国家公园的设立有效地改善了村庄原有的环境卫生状况，减少了污染和杂乱现象，村里的

道路等基础设施也经历了必要的修缮，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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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表明，除直接影响之外，国家公园建设还通过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间接影响农户福祉。 首先，国
家公园建设可以通过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生计策略的非农化，进而增加农户客观福祉。
在社会资本方面，国家公园就业支持和产业引导等促进了农户社会网络的拓展和多样化，农户通过生态旅游、
特许经营等机会接触到新的社会关系。 在人力资本方面，国家公园为农户提供了就业技能培训。 唐执和陈传

明［５８］研究也发现，国家公园建设使得农户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有一定提升。 Ｅｓｔｉｆａｎｏｓ 等［２７］研究指出，
国家公园建设通过设置生态管护员等公益性岗位以及开展农户就业技能培训，增加了农户的社会资本和人力

资本，进一步提升了非农就业能力，促使了农户生计方式向非农化方向转变，使得农户的收入来源多样化，增
加了农户客观福祉。 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作用机制，通过“国家公园建设→生计资本→生计策

略→农户福祉”影响路径，农户客观福祉得到显著提升。 类似的影响路径在一些别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例如

武照亮［５９］等研究发现，农户参与湿地保护通过“湿地保护→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家庭减贫 ／主观福祉”对
家庭减贫和主观福祉产生正向间接影响；谢金华等［６０］研究发现，农地整治通过“农地整治→生计资本→生计

策略→农户收入 ／福祉”对农户收入和福祉均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表明，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不同福祉的影响路径不同。 从图 ２ 可以看出，国家公园建设通

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提升农户客观福祉，仅通过直接作用提升农户主观福祉。 究其原因，虽然农户生计资

本和生计策略在短期内在提升客观福祉发挥着间接作用，但国家公园建设时间较短且主观福祉的提升往往需

要农户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感知和评价，国家公园建设其对主观福祉的间接影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

５　 结论与建议

５．１　 研究结论

（１）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提升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国家公园建设可以直接提升农户客观福祉、主
观福祉与综合福祉；（２）国家公园建设通过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对农户福祉提升具有显著的间接影响，社会

资本与人力资本是发挥间接作用的显著因素；（３）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客观福祉与主观福祉的影响路径存在

显著差异。 国家公园建设通过直接与间接作用提升农户客观福祉，而仅通过直接作用提升农户主观福祉。
近年来一些学者探讨了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的影响，但对背后的影响路径研究尚显不足。 相较于已

有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是构建了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福祉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国家公园建设对农

户福祉的影响，并深入探索影响路径，进一步分析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客观福祉、主观福祉影响的显著差异。
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仅选取了大熊猫国家公园进行了实地调研与数据搜集，在一定程度上仅反映了部分国

家公园的情况，后续研究需补充不同地区国家公园的数据，并不断修正结构模型，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５．２　 政策建议

（１）持续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为农户提供多元化就业机会。 研究表明，国家公园建设政策的实施可以提

高当地农户的客观福祉、主观福祉及综合福祉。 今后应在国家公园内更多增加生态保护和环境管理的岗位，
利用国家公园所在地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 （２）社会资本是农户福祉提升的关键因

素。 一方面，增强国家公园社区参与，促进知识和经验的共享，增强国家公园社区内部以及与外界的社会联

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并优化特许经营模式，引进更多社会资本。 （３） 从长远来看，人力

资本是农户福祉得以提高的根本。 未来继续加强农户技能培训，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增强他们主动寻找发展

机会，探索长效发展路径的能力，从而促进农户的自我发展，持续增进其福祉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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